船政文化（四） 办 学

    在1982年出版的《清末海军史料》中，引用了一张制作于1877年7月的老照片。这张老照片将13位留学生的个人小照排列成椭圆形，在中间标注上他们的名字。老照片原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资料室收藏，它的作者是谁，至今还不清楚。

书中标明了照片的位置与对应的姓名，位于上中位置的是罗丰禄,右边第一位是黄建勋，右边第二位是林永升，依此顺序。

不过林樱尧说，照片中对应的只有萨镇冰、林泰增、江懋祉三位是名副其实，其他人都出现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后来的许多资料、论文同样引用了这张老照片和其错误的解说。

这些照片是魏延年先生从船政洋监督日意格的后人手中征集到的。照片上的人是船政第一批留学生。

这些照片中，有的标有留学生亲手写下的外文签名，有的由日意格在照片中标注姓名。

因为有这批照片上的注释，船政专家们更正了这13位留学生的名字进行拨乱反正。

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先驱，很多人都把船政的主要性质定位为造船工厂。既然是工厂， 为什么会派出留学生呢？

船政创办之时，左宗棠就提出创办的最终目标，要尽洋技之奇，尽驾驶之法。在建造轮船的同时，如何培养与之相适应的造船技术人员和驾驶人员呢？

公元1866年12月11日，左宗棠在上奏《详议创设船政章程折》中提出，设立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同日，他又上奏清廷《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进一步阐述了设立艺局的必要性。左宗棠的奏折得到清廷的同意批复，公元1866年12月23日，在船政工程全面动工之时，求是堂艺局开始招生。
 这块石头在当年可是难倒了不少想进船政的工人。当年船政招收的工人要求有一定的臂力，考核项目之一就是必须提起这块重达40公斤的石头，因此，这块石头也被称为“考工石”。

19世纪中期，中国的选拔制度仍然以科举制度为主。从隋朝大业三年开始实行，到公元1905年的举行的最后一科进士考试，科举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直延续了1300年。

然而船政在招工时，却没有遵循科举制度的定规。它采用的是公开广征，以悟性为第一标准。考试形式“有笔试、口试、验身体、裁体格和目测”。同时，对20岁以上香港来的懂英文的学生实行破格录取。这也许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需要面试和体检的考试了。

 采访沈岩 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

0112因为它整个宗旨不一样，它的目的就是要自己培养自己的人才。科举它是没有在学校里面读书，是通过会试，最后殿试这样一种方式。招生就不一样，招生以后是要到学堂去读书的，所以他经过几道程序，一个首先的目测，就是看看你这个人合不合适，因为今后要上船舶，所以要经过目测。

然而，当时的招生相当不顺利，在科举制度还没废除以前，几乎没有什么人愿意来报考这个听起来有点陌生的学堂。为了吸纳学生，沈葆桢及其下属可谓费尽心思。

采访沈岩 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

但是开始招生的时候不顺利，很多人不了解，没来报名，报名的人还是不多。因为很多人都想走仕途，科举这个道路，不想走科技这条路。招生对象就是12岁到20岁，不管你是什么出身，什么民族，都可以。0358人来了以后，我们是集中住宿，每个月还贴补每个学生4两银子，这在当时来说，也是比较高的报酬。
采访林山 福州市社科联主席

它们当时叫宽进严教，当时提出的招生条件很优厚。这些就是把门开很大，不只是官宦子弟会进来，很多贫家子弟也会进来，这些贫家子弟正是人才培养的重点之处，进来的很宽。

在当时，福州马尾等地的大小地方都贴满了船政招生的布告。

公元1867年1月6日，求是堂艺局正式开学。此时的船政工程还在建造当中，招进来的学生往哪里安排呢？

刚翻新的定光寺是福州城内有名的寺庙。它于公元905年创建，现存的寺庙由清道光年间重建。今天的人更多的是把这里看作是旅游休闲地，它与福建船政的一段过往很少被提及。

根据左宗棠的规划，求是堂艺局除了要学习技术，还要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求是堂艺局的第一次招考，一共招了105名学生，这些学生被分为两个部分，分别学习驾驶和造船。

为防止被外国牵制，当时的求是堂艺局中，驾驶技术聘请英国人教学，教材全部采用英文原版教材，它也被称作英语学堂。而造船技术聘请法国人，采用法语教学，又称为法语学堂。

这里就是当时英语学堂的开办地。此后的每个清晨，居住在福州城内的人们都能看到一群十三四岁的少年走进定光寺，寺内传出了少年朗读英文的读书声和定光寺和尚念经的声音。这样的情形，在今天想来依然奇特。

法语学堂的学生则借用城外亚伯尔顺洋房开课。 

公元1867年6月，求是堂艺局迁至马尾新校舍。入迁后，由于法语学堂靠近船政衙门在前，英语学堂远离船政衙门在后，在19世纪70年代后，人们习惯于将求是堂艺局叫作船政学堂，而分别将法语学堂、英语学堂称为船政前后学堂。

自此，中国第一所新式教育的学堂诞生了。

沈葆桢对自己所招聘的第一批学生寄予极高的期望，正式上任第3天后，他就组织学生进行又一次的考试，没有通过这次考试的学生，就直接被遣送回家。

这是沈葆桢为学生制定的《艺局章程》，从这些条款上看，一点也不比现在高三的学生轻松。《章程》规定，除年节大假外，无星期日，每日晨起至夜均无空暇，不准外出嬉游。3月一考，成绩分3等，一等者给奖，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3次者斥出。

一位国家一品大员亲手管理学堂教育，可见沈葆桢的良苦用心。

这就是当时为考试一等者所颁发的奖状。

这是日意格编写的《福州船政学校常用技术词典》，于公元1868年6月出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中法词典。在船政开办之初，为了让船政局的技术人员和工人能够尽快在法国技术人员和工匠的帮助下开展工作，首先必须克服语言障碍，学习法语成为学堂开办初期最重要的任务。 在这种形势下，精通汉语的日意格就着手编写了这部字典。现在这部词典保存于国家图书馆。

如果没有专家指引，今天在这充满现代工业气息的厂区内，我们将很难找到船政前后学堂的所在地。

这是官厅池，公元1866年它与船政衙门同时建成，占地520平方米，主要用于美化环境和防火。

2013年10月，围绕官厅池进行的船政衙门和船政前后学堂的复建工程已经展开，建成后，这里将成为人们了解和感受船政文化的重要场所。

开办之初，船政所开设的学堂仅为造船学堂和驾驶学堂。到了公元1876年，船政的学堂达到了8所。8所学堂的划分以专业为依据。

这其中包括造船学堂、绘画学堂、艺徒学堂、匠首学堂、驾驶学堂、练船学堂、管轮学堂和电报学堂。

为实现左宗棠的最初设想，从创办之初，船政学堂就与封建体制下的其他学校有着明显的不同。

   采访沈岩 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

我们的学生在课堂上是学生，在工厂是工人，两者结合起来，而且结合得相当紧密。这个紧密有好处，比如说培养海军，培养驾驶人才，你要实践啊，你光光嘴巴说说，理论上学得很好没用。当时办一个叫练船学堂，有几条船在那实习用，这些学生都要到船上去的，都要到风涛中历练。

正式上课时，这些学生往往早上在教室里听着洋教习的授课，而下午就换上工服，穿梭在各个车间。

以设计专业为例，3年学习期间，学生要进行8个月的工厂实习。管轮专业的学生要先在岸上练习发动机装配，再到新建轮船上安装各种机器。而驾驶专业的学生必须以5年时间在学堂中学习基础课程和航海知识，然后上练船学堂学习，用两年和更多的时间学习一个船长所必须具备的理论与实际知识。

在今天，中国的许多高等专科学校也仍然在沿用这种办学体制。

公元1871年7月，驾驶专业举行了一次考试，学生们的成绩超乎了这些外国老师的想象。有7个学生的三角几何成绩获得满分，只有3个学生的成绩在80分以下。外国老师嘉乐尔赞叹说：“这些年轻人的资质和勤勉的结果，应该对他们同胞们的冷淡态度起到酵母般的影响，并激励他们和他们的外国教员在同一有益的领域里做出更广泛的努力。”嘉乐尔的这番话中，勤勉、激励和努力是关键词，也是这些学生取得出色成绩的原因。

其实，在当时的学堂内，激励学生的还有另一项严格的制度。

《艺局章程》规定，3月一考，连考3次三等者退学。根据日意格的记载，在开办之初，船政学堂的学生共计300多人，但是到了1874年，就只剩下193人，淘汰率近一半之多，这也是日后船政学堂能够培养出许多高质量学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是船政学生在船政学堂的毕业证书，上面清楚地标明了学生所学专业和所掌握的技能。

根据史料统计，从船政前后两学堂毕业的学生共计629名。
在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学和管理体制之下，这些在入学前完全没有接受现代教育的少年，没有辜负沈葆桢的厚望。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他们已经具备了独立制作、管理车间、指挥施工的能力。公元1875年开工建造的福建船政第17号轮船“艺新”号，就是由第一届毕业生吴德章、汪乔年等设计监造的。

这封感谢信是船政学堂23名学生在结束理论课，即将上军舰实习前写给英国老师嘉乐尔写的。字里行间，透露着浓浓的师生情。在当时，船政学堂的教学全部实行导师制，具体的教学计划、管理和讲授都由主任教师掌握。

  采访沈岩 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

因为当时老师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学生也不多，一个老师实际上就负责了整个班级的工作，从头到尾都是他在教，这样就基本上

 在这样的体制下，这些真正为学生付出的洋教师，很受学生的欢迎。自然，一些教学不认真、不受学生欢迎的洋教师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公元1871年11月，后学堂学生因洋教习逊顺“非礼虐待”罢课。当时的船政提调夏献纶袒护逊顺，罚罢课为首学生刘步蟾、邱彪臣为小工，挑土以示侮辱，引起全体学生的不满。当时在家丁忧守孝的沈葆桢得到消息后，他不顾禁例，出面处理，将逊顺解雇遣返。

5年后，也就是公元1871年，洋教习们按照5年“包教包会”的合同完成了教学任务，接下来，这些船政学堂的学生该何去何从呢？是满足现有的成绩，还是继续深造，谋求新发展？

公元1873年，船政监督日意格向葆桢呈送《关于船政学堂教育成果的报告书》。在报告书中，日意格阐述了组织学生留学欧洲的主张。

采访沈岩 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

日意格提出，光光靠我们几个老师在这里教，不能把国外很多先进的东西引进来，再一个是国外有国外的工业环境，你在中国没有这种环境，如果是要深造的话，还是要把这些学生拉到国外去，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不然就是全功尽弃了。

日意格的报告有理有据，沈葆桢认同了他的主张。公元1873年，沈葆桢呈奏《船工将竣仅善后事宜折》，向朝廷详细阐述了派遣船政学堂毕业生留洋深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但是，处于清朝末期的中国正日渐衰败，不但无法筹集有关款项，还为日本侵略台湾时间所困扰，沈葆桢有关派遣留学生的奏折因而被搁置。留学的奏折虽然不被批准，但是它引起了洋务派的重视。公元1875年，沈葆桢命令洋监督日意格趁回国之便，在船政前后学堂中挑出5名学生，随他出国参观学习。这5名学生是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和林泰曾。他们到了欧洲后，有些人在法国学习轮船制造，另一些人则到了英国学习轮船驾驶。

其实，早在公元1872年，清政府就有幼童留美计划。公元1873年，当船政大臣沈葆桢将请求派遣留学生的奏折由总理衙门上交给左宗棠、李鸿章等朝廷重臣时，获得了李鸿章的大力支持。

采访沈岩 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

他也看到了留学是为了更好地深造，更好地培养人才，也需要。他后面包括北洋水师的一些学生，也参与到留学。

此时的李鸿章看到了西方国家正奇才迭出，日新月异。他说：“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李鸿章认为只有派学生留学。李鸿章的变化也反映出洋务运动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 ，社会对多方面人才的需求已经十分迫切了。

公元1876年，筹划留学工作在加紧进行。首先要解决的还是经费问题，按照计划，第一批将派出30名留学生，期限为3年，共需约20万两白银。

这么一大笔经费要从何而来呢？这时候，李鸿章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此项经费，必应筹定有着之款。他把目光再次投向了闽海关。

公元1877年3月31日，船政第一批前往欧洲留学的学生终于乘船驶出马尾港，于当年的5月21日到达伦敦，这些学生都是当时船政前后学堂毕业考试中名列前茅的学生。

首批留学生由日意格任洋监督，李凤苞任留学华监督。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安插学生，聘用外国老师并且约束学生。此时的日意格已经回到法国，为了筹办留学事项，沈葆桢又将他请回中国。 
那么，这些留学生在欧洲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此时的欧洲正处于工业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对于这里的一切，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既陌生又兴奋。在欧洲3年的学习期间，图谜除了正规学习外，每年要用60天的时间考察造船厂、海军舰艇、工厂、矿山和要塞，并将所见所闻以图片或者文字的形式，向负责人作详细的报告。

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在日记中对船政首批留学生作了这样的评价：“询及英法两国肄业生所成就与其志愿，略开示熟人：曰魏翰，曰李寿田，曰吴德章，皆匡时良才也”。历史上对这些学生有如此高评价的并不止郭嵩焘一人，洋监督日意格也称赞他们为中国好男儿。

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将如何使用？郭嵩焘还提出了个人建议。他认为严复、李寿田、罗臻禄、刘步蟾为上选；以为李寿田船工不如魏翰、严复、罗臻禄，算学不如陈兆翱、刘步蟾，驾驶不如蒋英超，然任艰肩巨，才足济时，诸人皆有不逮。这成为李鸿章日后选用人才时最具价值的参考。

对于有成绩的工作人员和品学兼优的学生，清政府会每3年给予一定的奖励。公元1879年12月20日，刘步蟾、林泰曾、魏瀚等学成回国，李鸿章等大臣奏请给予重用并奖励。

采访沈岩 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

说我们这里第一批回来了，要奏请奖励，奖励比如说刘步蟾、林泰曾，0318当时对这些回来的留学生都是非常重用的，因为我们国家也是培养这些人才，你不重用，怎么搞洋务运动，这些都是骨干。

第一批留学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让洋务派大受鼓舞。他们向朝廷奏请继续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很快就得到批准。

从公元1877年到1897年，船政学堂一共派出4批共计84名留学生。这些船政留学生回国后，首先为保证船政局需要而留厂任职，其他的为各省机器局和船坞所调用。

鉴于船政学堂的办学效果，在此之后，清政府陆续开办了天津水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等9座水师学堂。

一大批深刻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杰出人物，由此登上历史舞台。

